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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生教育家“官僚”和“学者”的身份偏向——董

仲舒与郑玄的比较研究
李瀚文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200062；

摘要：官僚性和学术性是中国古代教育家的基本特征，几乎所有教育家都可以用这个维度来进行分类，尤其在刚

刚“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家学说有关“仕”和“学”的关系说法深入人心。有些学者重视“仕”，认为学习必

然要为国家服务，另一些学者则更加偏向于“学”，无心从政，只求钻研学问，董仲舒和郑玄就是这两种偏向向

的代表。董仲舒要通过政治手段来发扬自己的教育理念，郑玄则更愿意通过教学和钻研来“成一家之言”。虽然

同受儒家教育，但两人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也代表了汉代的教育家们的身份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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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秦末混乱，终于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汉王朝。中国古代教育也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出

现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古代教育家。他们要么像董仲舒、

贾谊等人一样，上书劝谏，力图在政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通过自己的政治作为来宣传自己的教育思想，可以称他

们是“官僚”偏向的教育家；要么像王充、郑玄一般，

不图政治地位，钻研学术，亲身教学，想要用自己的文

字、学术和教学工作来影响自己身边的学生，他们便可

以称作“学者”偏向的教育家。其中以董仲舒设太学和

“独尊儒术”和郑玄贯通古今的注疏最为著名，他们可

以分别代表“官僚”和“学者”的两种偏向。通过比较

两人在有关教育方面的可以窥探中国汉代时期教育家

的两种不同的身份偏向。

董仲舒是西汉武帝的得力助手，在他辅佐武帝期间，

设立太学，兴办选举，统一学术。自董仲舒开始太学制

度被建立，并且使儒家文化逐渐走上舞台的正中心，影

响后世千年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郑玄生于东汉末年，

为求学术不惜离开太学，求学于马融，而后注《论语》

《尚书》等数册儒家经典，收罗门徒百千余人，终其一

生“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

汉书·郑玄传》），以其百余万字的注疏，深深地影响

了后世的儒学经典学术研究。因为他们都是“亲力亲为

的教育实践创造出重大教育业绩，对一定时期、一定范

围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教育工作

者”
[1]
，所以他们两者实际上都可以称为教育家。

但与此同时，两者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实行完全处在

两个不同的层面——“官僚”和“学者”。受儒家思想

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家都把教育和社会政治密切结

合起来，教人积极入世。
[2]
作为“官僚”的教育家，他

们还是政治家，他们偏向从更宏大的角度，总体上把握

国家的教育情况，董仲舒就是这一类教育家的代表。作

为“学者”的教育家，他们还是研究者或教师，他们会

通过热爱教学，沉心研究，郑玄一生的所作所为也正是

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董仲舒与郑玄，代表了汉代教育

家的两种身份偏向，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我们

更深入地感知传统教育家角色。

1 志向不同且道路相异

就教育背景来看，董仲舒和郑玄是有相似之处的。

汉初，“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司马迁传》），

儒学的各个典籍得以重新回到历史舞台。董仲舒得益于

此时开明的政策，年少时便可诵读《春秋公羊传》等保

留下来的儒家经典。到汉代末期，因董仲舒的独尊儒术

和兴办太学的政策，郑玄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并通读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

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汉书·郑玄传》）

等等儒家经典，这为他未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虽然同样受到儒家经典著作的深刻影响，但两人明

显选择了不同的志向以践行儒家之道。汉武帝时期，社

会恢复曾经的活力之时，“黄老之学”不能满足统治阶

级解决各种问题的要求时，曾一度重蹈秦朝的覆辙：天

下“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民”（《汉书·董

仲舒传》），完全是法家的治国思维，民众的举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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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压迫，是一种表面稳定实则暗流涌动的社会。这不

是儒者所想看到的。那么作为儒者，他致力于依照《春

秋公羊传》构建一个“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尊

之”（《汉书·董仲舒传》）的和谐社会。那么若想要

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一个重要条件，便是成为一名政

治家，并且是身兼教育家的政治家。使“王者必改正朔，

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春秋繁露·三代

改制质文》）自己应该成为辅佐王者“一统天下”的助

手。

郑玄则有所不同，他并非学生出身，相反他的人生

经历是从当官开始的。少年时的郑玄便已经是一个地方

的小官员，但郑玄所求无外高深学问，于是便辞官入太

学求学。汉代学者们致力于考据古籍，整理训诂，一时

间针对有限的儒家经典，演化出了无数相关论述，“枝

叶繁衍，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列传》）。

除古籍发掘之外，汉代儒学并未有在思想上的发展。因

此郑玄在太学所学不能满足自己的求学志向，于是“西

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后汉书·郑玄

传》）求学问道的经历结束后，便开始从事注经、教学

活动。

作为一个东汉时期的儒家学者，郑玄的教育和研究

内容不可避免地要与今文和古文经学打交道。汉代四百

年中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蓬

勃发展，开枝散叶，其中衍生出了两派，名为齐学和鲁

学，这便是后来的今文和古文两派。两派就经典是追求

原意还是服务现今，展开激烈论战。但这只会使“学徒

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后汉书·郑玄传》），

荒废学业。于是自己依靠自身学术优势，兼杂古今，既

恢复了经典的真实面貌，又能有用于今人，为后世立下

学术典范。这是一个通过学术手段整顿思想混乱局面的

举措，郑玄凭一己之力，了结了汉武帝以来的儒生的“禄

利之路”（《汉书·儒林列传》），规整了学风，重新

树立起了儒家学者的形象。其教育的本心也在这规范学

术过程中显现出来，郑玄所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教育和

学术造诣，润泽后世万千儒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军阀相继请他出山，皆不同意，只求静心注经教学，两

汉四百年间的古今文之争竟然被归于一统，天下儒生皆

往拜郑玄为师“至远方至者数千”，可见郑玄学术之高

深，教学之闻名，俨然是一位学者作态的教育家。

不同的志向往后衍生出了两人不同的道路走向，以

政治家为目的的董仲舒最终就职官府，从一个统治阶级

的角度，阐发自己包括教育在内的种种思想；以学问为

最终目标的郑玄最终果真没有做官，纵使各路诸侯争相

邀请“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抱

朴子·逸民》），也毫不动摇，通过自己的学者工作来

传播自己的思想。

2 政策理论貌合神离

历史上的汉武帝，对外驱逐匈奴，对内积极改革。

教育方面，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整顿文化教育。当

时的汉朝虽然强盛，但是内部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急

需一套新的理论来团结国内的力量。董仲舒的理论为汉

朝的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董仲舒将“儒家的以道德

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庸俗化”
[3]
，使皇帝的正统性有

了理论上的支撑。那么为了支撑这一体系，便有了“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

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

传》）。解决了上层的决策问题，怎么使儒家的学说体

系持久运行下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持久地运行便需

要有源源不断的持有相同思想、政见的人入朝为官，董

仲舒便为这些人安排了两条道路：太学和察举制。

太学和察举制，殊途同归，只在于过程和对象之不

同。太学培养内容是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的人才观培养

人才，察举制不在乎你的培养过程，而是在考察时会以

儒家的人才标准来考量人才，实际上还是需要学生或所

推之人有儒学功底。景帝时期的文翁兴学，到武帝时期

进一步发展，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

书·循吏传》），学校官到中央太学学习考察，将教育

思想内容带到地方，地方学生又可以通过察举考察获得

政治地位，实际上在全国迅速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教育

体系。可见作为政治家的董仲舒教育政策设计之精巧。

董仲舒是一个政治家，每一项政策背后都有着自己

的政治考量。董仲舒以三大文教政策最广为流传：“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以养士”“察举制”。究

其思想根本，在于教育为政治服务。对个人的教育目标

只是镶嵌在他的政治目标上而已。并且董仲舒的政策建

议是极为可行的，汉武帝时期的国家虽然有复杂的社会

问题，但是也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效的集权政府。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推行改革的基本保障，其冲破制度

约束和政治约束，动摇既得利益集团，保证改革顺利推

进。
[4]
董仲舒所建议的文教政策在政治上是可操作的，

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全面而深入的洞察力

和实在而有效的执行力。

如果说董仲舒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从宏观的角度

来审视整个教育体系，郑玄作为一个学者则有另一种看

待教育的视角。虽然郑玄从事学术工作，但他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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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问世事的隐者”。
[5]
郑玄对于教育体制也有自己

的一番理论，形成了自己对理想学制系统的主张。
[6]
在

《礼记正义》第三十六卷中关于《学记》的注解中，郑

玄认为应当以君主为核心，设计一套由内及外的教育体

系。在《仪礼注疏》中写到中央应设国子学教贵胄子弟，

设太学庠序以教育学生。在地方设置地方学校官，遵循

古制由退休官员主持。同时设立一套逐级选拔培养的渐

进式的教育模式：“人君教学国人秀士，选士俊士，造

士进士，养之以渐，至于官之。”（《毛诗正义》卷十）

郑玄笔下描述的教育体制是对于古代教育制度的总结

和发展。同时，根据考据的古代文献，郑玄对自己这套

教育体系的教育内容进行了填充，将“德”与“行”列

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同时强调学习圣人之道，《学记》

所记载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郑玄注

解时写道：“所学者，圣人之道。”
[6]
郑玄作为当时的

著名学者，每一项有关教育的论述实际都是在经典文本

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阐发，并简洁地记录下来，以便供

学者，学生交流传阅，因此在郑玄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

体会到纯正的儒家文化的气息。

只不过，当我们考虑郑玄所处的时代时，我们就可

以发现郑玄所构想的文教政策不过只是不切实际的。郑

玄开始从事教学研究的时间正是东汉末年外戚专政，皇

权衰微之时，后又遇到黄巾起义，天下大乱，与孔子所

处的时代如出一辙，此时适用于太平时期的儒家礼教已

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专攻经文的学者

不免会囿于文字的局限而无法体察环境的变更。那么作

为学者为什么还要论述相关政治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作

为儒家学者的必然，由于儒家学说本身即渗透着社会政

治和伦理道德内容，即便是隐逸之士，他们的学术活动

和教育活动也不可能与政治无缘。
[7]
只不过，作为学者，

郑玄所追求的也并不是要让自己的观点为政治家所采

纳，“现实已不容许他施展经学的政教理想”，他只能

“把六经代表的政教以及现实的关怀融入经注之中”
[8]
，

那么政策实施的环境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显得不那么重

要了。

3 话术逻辑各有千秋

董仲舒和郑玄都作为教育家，在不同的层面展开教

育相关的工作。董仲舒的《对贤良策》中说道：“凡教

化不立，而万民不正。”郑玄：“本立而道生。言以学

为本，则其德于民无不化，于俗无不成。”（《礼记正

义·学记》），两人教化的目标基本相同。只是董仲舒

一心为国，需要有自己政见的完整论述使人信服。而郑

玄一心为学术，总是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教化带来的实

惠。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能窥见两人的不同之处。

先考察董仲舒的相关论断，对于“凡教化不立，而

万民不正。”他给出了完整论述。董仲舒遵照“《春秋》

之法”首先神化了皇帝的角色“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春秋繁露·玉杯》），并且以此为自身思想的出发

点。在建元元年，汉武帝亲自策问百余人以“古今治道”

（《资治通鉴》十七卷），董仲舒首先向汉武帝传达治

国不在刑法而在“德教”，之后依照《春秋公羊传》的

“元”字的解释，引申出人也是从“贵者始”，也就是

说从“人君”开始，“人君”就是指汉武帝，那么要想

治国有效就要从皇帝本人做好，皇帝的影响一步一步由

朝廷到百官，由百官到万民，有万民到四方。这样一来

不仅国泰民安，而且可以风调雨顺。那么现如今虽然皇

帝惜才爱民，但是仍然“天地未应”“美祥未至”原因

在哪，原因就在于“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

董仲舒这一番言论的逻辑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思维

方式，以皇帝为天人之间的联系，一步步向下影响。在

整个关于教化的说辞中，同时将皇帝的地位抬高到接近

神的高度，德政、教化都是在皇帝的“旨意”下为了“一

统”的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而已经存在的政治上的统一，

需要有思想上的统一作为长治久安的后盾。整个逻辑体

系十分严密，将教育“化民”的目的融入了自己的理论

体系中，而且在言语上创造了能实施这套理论的条件。

董仲舒的言语来看每一层都有着国家力量的参与，同时

为的也是国家稳定强盛，这便是一个有政治家身份的教

育家的特点。

郑玄的教化观念的本质就是上行下效
[6]
，与董仲舒

的思想是一样的。但是且看郑玄的观点表达方式。《毛

诗正义》中，郑玄写道：“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

风之偃草也。”对比董仲舒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多了几分轻松的感觉，以风之偃草作比君之教民，非但

使各路学者明了其观点，更能使学生生动理解自己的思

想，在学生的心中埋下儒家正统观念的种子，这样的论

述势必不能打动统治者，但郑玄也不需要打动统治者，

这番对古制的怀念与以古代贤王为榜样的论述，足以打

动自家“仍读先王之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

学生们。同时相比于董仲舒来说，他关于任何事的主张

都难以找寻到大段的完整论述。并且主要都分布在《论

语》《礼记》中相关教育的话题中。但是不能因为没有

单独的论著而否认郑玄的儒学功底，郑玄“质于辞训”

“经传洽熟，称为纯儒。”（《后汉书·郑玄传》）郑

玄的思想如只言片语散落在课堂教学当中，郑玄所注的

语句仿佛像是在听取郑玄亲自授课一般。陈澧在《东塾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9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168

读书记》中记载有顾炎武在学习郑玄所注的《六经》之

后的感想：“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东塾读书

记·郑学》）”这大概也是郑玄注经想要达到的目的，

从自己对文本的独到解读中，影响一个个学习过自己作

品的读者，“成一家之言”，这就是一个学者的最终理

想吧。

而在个人的意见发表上，董仲舒的口吻多有建议、

警告的意蕴，如《对贤良策》中“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

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

其堤防坏也。”从反面告诫统治者教化之必要，能为统

治者接受自己的意见更添一块筹码。郑玄则完全是从一

个学者的角度出发注解《礼记·礼运》“讲学以耨之。”

时，简明扼要地写下“存是去非类也。”结合《礼记》

中的比喻和郑玄的注释，形象地阐明了教育的作用。

可见，作为官僚，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人尤其是统

治者听到你的声音，痛陈利害是必要的途径，如果董仲

舒以郑玄的方式向汉武帝建言，多半也不会被采纳。相

反，作为学者，求真求实，简明扼要，“删裁繁诬，刊

改漏失”是本家之学能够被准确传达给尔后的学者才是

要务。

4 教学原则粗细有别

董仲舒的教育宗旨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修身和治学。在《春秋繁露·二端》中董仲舒强调了

修身和治学的重要性。修身在外表现为行为上的修行：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

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

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汉

书·董仲舒传》）强勉的精神，不论对于学生的为学还

是修道，都是最基础的部分。同时董仲舒还强调自身力

行的重要性，“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春秋繁

露·为人者天》）可以看出对学生的行动力有着极高的

要求，同时这种力行不是一时的，应该是长久的“众少

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

此外董仲舒最提倡“仁义”。重义轻利是为人的必要品

质。“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更是董仲舒针对人的对外

和对内的态度的标准的总结，用“仁”的态度来对外待

人接物，用“义”的要求来对内严于律己。董仲舒的教

育宗旨是一个对做人的标准的衡量。无论是做人还是为

学，实际上都能兼采这些条例，作为行为的准绳。

郑玄与董仲舒不同，郑玄笔下与教学相关理念是以

长年累月的教学和注疏工作为基础的。儒家喜爱效法先

王之作态，郑玄也是如此，做儒者要“以先王之道能儒

其身”（《郑氏佚书·周礼目录》），同时要以“先王

之道”为志，同时享受寻道的快乐，“乐谓志于道”（《郑

氏佚书·论语注》）。为了明志，郑玄与董仲舒一样，

赞同身体力行的必要性。志向是内在的，其外在表现就

是实行。
[11]
在教学中郑玄重视“思”的作用，在《礼记

正义》中指出“思而得之则深”。同时赞同孔子的启发

式教学，这是一个能让学生深入思考的过程，“如此则

识思之深也”（《郑氏佚书·论语注》）。另外，与荀

子的反复记诵，“故诵数以贯之”（《荀子·劝学》）

不同，郑玄更看重学生的理解，主张“师说之明，则弟

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简练的语句更适合学生理解，

反对“务其所诵多，不惟其未晓”（《礼记正义·学记》）

的机械记忆方法。并且郑玄注重学习时的循序渐进，主

张“先易后难以渐入”。郑玄还将自己的学术素养带入

了教学环节中。注经需要的是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

郑玄对自己注经的工作情况有一个举例，在《六艺论》

中写道：“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畧，则更表明。

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皮锡瑞也称郑玄的

治学工作“并及孝经春秋之注”（《六艺论疏证》）。

可见其治学的严谨态度。

那么，郑玄相比于董仲舒，郑玄的思考也是来自自

身的教学和古代经典，而面向的也都只是普通的学生。

在对学生学习的细节上做了更多的规定，结合自己多年

的教学和学术工作，将每一项教学的原则都聚焦到学生

的个体身上去的。学生从立志，读书，解经到成为学者，

这其中都有着郑玄的影响。

作为官僚的董仲舒注重的是如何培养学生成为合

格的国民，教学方式方法与学生的道德品德修养相比稍

处逊位。而作为学者的郑玄则是相反，能够使学生获得

学习的技能是郑玄的教学目标。怎样理解语句，怎么博

采众家，又怎样的学习态度和志向，每一个学生都是不

同的，但是在郑玄在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后教给了他们每

个人学习的方式方法，这相比于董仲舒所定下的教育目

标来的更加具体。

结语：身份偏向影响下的教育家

董仲舒和郑玄两人，代表了汉代教育家的两种生存

方式，一种是作为官僚的教育家，另一种是作为学者的

教育家。陈青之在他写的《中国教育史》中这样描写道：

“董氏是想借国家的权力施行他的教育政策，我们可称

他是政治家的儒者；郑玄是想用讲授的方法宣传他的教

育宗旨，我们可称他是‘学者派的儒者。’”
[9]
对作为

教育家的儒者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只不过，事实上，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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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教育家身上并不是单独存在这两种性质之一的特

性，他们的身上是同时存在这两种特点的，只不过会因

为他们的身份和自我认同感有两种特性之间的消长，但

绝不是全部归于其中的一种。董仲舒和郑玄就是最好的

例子。

首先，在志向上，作为教育家，一是为师教书育人，

二是为官为国育才。董仲舒选择了后者，郑玄选择了前

者，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而易见关联。所谓育人最终

是为国，而为国育才必定要经过育人的过程。

其次，在政治蓝图的勾勒上，为官的董仲舒显得更

加实际，考察了国内的形势状况，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

在可行范围之内，并且理论叙述完整可靠，说服且能够

顺应统治者的想法。作为学者的郑玄则更偏向理想主义，

取自古代经文的政策在当时只是学者在乱世中的妄想，

可以说作为学者，眼界更容易被经文的世界所束缚住了。

再次，在话术的表达上，官僚和学者有着很大的不

同。在中国古代做官，要的就是使统治者能够听见并且

听进去自己的发言，痛陈利害可以说是必要的途径。董

仲舒想要让汉武帝采纳自己的建议，就要具备两种能力，

一是完整且明确的理论，二是让汉武帝知道问题的严重

性。因此，作为官僚，话语不能像教学时那么生动，话

术需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警示作用。而作为学者，与

做官则完全不同，面对学生和同僚，要能用简明扼要的

话语让他们理解自己的观点，成一家之言。

最后，就教育的宗旨原则来看，官僚教育家对应该

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明确的答案。因为所期望的

是培养出能够维护统治，延续自己思想的人才，这些人

的身上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品质都给出了明确的标准。然

而他们对于培养的过程的关注则较少，而这部分却被学

术教育家所看重。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育家与官僚体系

下的教育家不同，他们更加关注学生个人的学习，如何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书本或自己的语句，获得最佳

的学习方法才是他们的目的，一切都是围绕学生的个人

发展而阐述的。

《论语》有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

语·子张》）作为儒者，所学就是为官执政之法。在秦

汉时期，作为教材和教学内容的儒家经典，给当时学者

的志向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使汉代的学术与政治的

关系极为密切。
[10]
虽然从政成为了目标，但是学习仍然

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由之路，简单来说，想要成为“官

僚”必须先经过“学者”这个过程。虽然荀子曾说：“学

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大略》）但

是以功名为奖励的古代选官制度让学者们向往仕途。这

便造成了古代教育家们身上会携带着官僚性和学术性

两种特性，尤其是在汉代，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为封建统

治服务，另一方面表现为经学研究盛行。而当科举制度

作为“永制”而确立之后，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思想逐渐

转入内向，钻研心和理成为主流，鲜有学者能够再将自

己的政治理想和教学研究联系起来，“官僚”和“学者”

两种偏向愈发明显，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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